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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公共领域是解读 1 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有益视角。启蒙运动一方面是对以人为

本的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社会公共性的期待。启蒙运动的这两个核心要素分别融入 1 8
世纪作者文本创作、作品流通、读者阅读的实践之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主导了由作者、作

品、读者三者参与的实践话语,它们的语言交往行为是公众舆论发展及公共领域形成的依托。作者—作

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这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

种语言交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文学公共领域借助文学作品,即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

往行为实践,推动民众在表达个人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凝练共识,成就社会公共性,实现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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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世纪是欧洲思想巨擘争辉的时代。恰如后世学人概述的那样,这一时期的伏尔泰、孟德斯

鸠、狄德罗、卢梭、休谟、亚当•斯密、莱辛、康德等人虽然彼此争论不休,却能随时团结起来,支持他

们共同赞成的事业,即“创建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

由的纲领,它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威胁,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1]70。究其本质而言,先贤

们参与的共同事业是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共识互为建构关系的再界定,这一方面是对个人思想与言

说自由的争取和捍卫,另一方面是用质疑与批评的方式建构基于共识之上的理想社会及世界。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将前人智识思考引向新维度,并用自己的作品与思想启迪民众,推动社会变

革。他们在被称为启蒙时代的特定时期所做的诸般努力最终奠定了当下现代文明的基础,泽及

后人。

18 世纪与现代性之间的勾连是当代学界关注热点之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认为,18 世纪启蒙思想家著书立作,针砭时弊,启发民众,这是他们参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具体方

式,其结果便是:“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

领域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

过程……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



求加以调节。”[2]34 3 5不难看出,哈贝马斯的此番观点首先强调的是个人(私人)主体性(私人性)。个

体经验的价值与意义是自我启蒙以及社会启蒙的目的,启蒙是对当下自我的再认识。其次,他强调

了社会公共性。建构一个能保护个人主体性与权益的理想国家及社会,这是启蒙的终极目的之一,
也是有关社会公共性的探索与叩问。哈贝马斯同时也指出公众舆论之于公共领域的意义,即公众

舆论是塑造公共领域的方式与途径。哈贝马斯分别列举英国咖啡馆、法国沙龙,认为这些城市空间

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汇聚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民众。民众对关注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进行评论,进
而延伸到对时政世事的臧否,咖啡馆、沙龙“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2]37。哈

贝马斯言及的公共领域演变(即文学公共领域先于政治公共领域)说明,文学与政治有着内在关联。
文学借助语言交往行为的实施载体即作品引发读者思考,激发民众阐述个人观点,进而营造公众舆

论,成就公共领域,达成社会共识,政治变革由此而发。应该看到,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构成的文

本生产与文学批评关系贯穿了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全过程,而文学公共领域自身既是 1 8 世纪欧洲

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下现代性的起源之一。

一、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其在前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学术原创,是当代哲学的

前沿热点。哈贝马斯借此“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而且还找到了

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

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3]3 5。作为理论范畴,公共领域有着自身的内涵与外延。
在笔者看来,公共领域的内涵指的是,公共领域是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实践话语空间,主体是由

独立自主个体组成的公众;具有主体性的个人针对公众事务,借助批判性的公众舆论参与社会公共

性建构。外延指的是,在以公众舆论为依托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形成良性

互动,个人在享有主体性权益时尊崇社会公共性的权威,社会在施予公共性治理时维护个人主体性

的利益,个人、他者、社会三者之间和谐有序。公共领域是个人日常生活状态,也是社会运行发展的

实质。
启蒙运动的核心要素,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互相建构的过程是公众舆论的本质所

在,也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动因。哈贝马斯强调了文学作品在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事实上,“文学在公共领域中所发挥的功能是一个有效运作的公共领域极为必要的组成部分”[4]6。
这是因为,第一,文学作品以具象化的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揭示抽象复杂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既是

文学的立根之基,又是公众舆论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基础;第二,作者借助艺术想象,将具有个人主体

性特点的想法付诸文字,在作品中评断、匡正现有社会制度,唤起读者的认同,从而参与社会公共性

的建构;第三,读者在理解文学作品并接受作者的观点,从而唤醒并强化个人主体性的同时,与他者

一道将作品中的理念变成社会公共性的实践。由作者、作品、读者促成的文学传播成为公共领域的

建构途径。如哈贝马斯所言,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先导,具有历史发展的优先地位,而
文学之于公共领域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文学的本质是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
公众舆论依托语言展开,公共领域的发展也以语言为据。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有

进一步的阐释:“所谓交往行动,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在这些互动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通

过他们的言语行为所追求的都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且只有这一个目的。相反,如果互动中至少有

一个参与者试图通过他的言语行为,在对方身上唤起以言取效的效果,那么,这种互动就是以语言

为中介的策略行为。”[5]2 9 5文学作品在以语言交往行为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建构中发挥非同小可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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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是引发公众讨论、营造公众舆论的有效媒介之一。公众舆论的形成取决于:具有主体

性的个人积极参与实践话语的讨论,阐述个人观点;众多个人观点意在达成具有社会公共性并被参

与者普遍接受的共识。文学作品是这种实践话语的有效载体。一方面,文学作品的阅读是读者个

人理解的过程,是读者参与语言交往行为的实践,也是对读者个人独立思想的验证;另一方面,文学

作品的解读是读者认知论证的过程,也是对读者社会共识理念的测试。因此,文学作品是读者个人

思想与社会意识的会合点,既可以被视为读者个人思考的私人领域,又可以被认作读者融入社会的

公共领域。同时,文学作品是将他者的个体经验投入读者的视域之中。读者依托自己的经验理解

他者,并感同身受地解读他者。众多读者的理解与解读在实践话语中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共识。
文学作品的作用可以小到为个人主体性提供实践空间,大到为社会公共性创造变革舞台。诚如哈

贝马斯所言,“18 世纪以降,指向相互理解的行为理性潜力得到释放,如是生活形式的诸般特点已

在受人文思想浸染的欧洲中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中得到反映,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教育理想以及艺术

与文学中有所反映”[6]328。18 世纪文学作品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的能动作用显然与作者的自我定位

密切相关。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共有的人文关怀使他们笔下的作品具有某种共通性。他们的作品

往往涉及具有异域他乡特点的乌托邦社会内容,而且道德说教、规范训诫的画外音充斥在读者的耳

畔。在这些作者看来,“教导公众是他们的职责”[7]5。同时,作者们普遍着眼于个人经验的描述,选
择具有现实生活质感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伊恩•瓦特在其 1 8 世纪小说研究扛鼎之作《小
说的兴起》中这样概括:“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

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8]7个人经验的描述实践与社会经验的共识建构目的融为一体。致力

于启蒙伟业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使民众从当前专制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勇于运用

自己的理解能力是启蒙之基,因为“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2]1 22。启蒙的

前提就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也明白,自己从事的启蒙事业并不仅求个

人一己之私,而是要谋求社会集体认同,使得对个人主体性的尊重与保护这一原则成为理想社会的

通行规则,而这是个人与他者基于平等原则上的关系的再定义,一个尊重每个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是

当时抵制专制侵扰的启蒙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国。艺术创作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建构关系和

1 8 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实践话语密不可分。哈贝马斯这样论述:“只要自己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必

须协调起来,那么,实践话语也就表明了妥协的必然性。在伦理－政治话语中,关键在于阐明一种

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必须为个体生活方案的多样性留有余地。”[9]92 此处的集体认同也就是读

者得以参与建构的社会公共性。

18 世纪欧洲作者们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诉求,并通过个人作品启发读者,汇聚民众力量,以期

实现政治目标。启蒙的目的要在政治公共性中实现。需要看到的是,此时期的政治诉求旨在通过

实践话语中个人与他者之间的语言交往行为来完成,而这正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当代政治哲学

家约翰•基恩就有如是表述:“政治是实践和言说能力在其中共同形成的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公

共活动领域,言说和行动的个人在其中看和听,并且彼此认真对待。”[10]140 个人与他者之间的语言

交往行为是启蒙政治理念的实施途径,这意味着在以作品为媒介的实践话语中,读者与作者是彼此

平等且不可或缺的对话者。启蒙运动的出发点是反抗专制,尊重个人主体性,现代社会与政治合法

性的基础亦源于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变成所有人能够意愿的东西,他们不是作为本体自我,而
是实践话语的参与者。”[1 1]5 2同时,公众舆论旨在谋求由作者与读者参与的社会共识建构。读者阅

读作品,受作者的思想启发,进而经过自己独立思考与判断后阐述个人观点。在公众舆论背景之

下,这看似普通且简单,但实际上是读者通过个人主体性观点的论述参与社会公共性的建构。哈贝

马斯指出:“所有成年公民在形成一种政治公众舆论的条件下,通过自身意志的深思熟虑的表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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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这种意志的实现实行有效的监督,将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2]1 3 启蒙运动借

助公众舆论,让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并参与作者发起的实践话语,以语言交往方式影响社会生活

发展。启蒙运动谋求社会与政治治理理念的变革,由专制统治向尊重个体转变,而这一制度化的变

革取决于普通读者参与社会公共性建构的程度,因为由读者组成的普通民众历来是社会与政治变

革的主体。

二、文学公共领域建构中的作者因素

1 8 世纪欧洲先贤们的智慧与思想成就了启蒙运动。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往往集哲学家、
科学家、文学家为一身,拥有多重身份,他们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探索新知,奠定近现代文明的智

识基础;同时他们心系民众,用新的思考角度拓展民众视野,为读者重新了解自己、他者与社会创造

可能。新知、新思想在成为此时期公众领域研讨对象的同时,也成为个人自我认知与社会意识建构

的主导。哈贝马斯指出了 1 8 世纪实践话语的要旨:“公众舆论是在哲学家们———现代科学的代

表———指导下对社会秩序的基础进行共同的和公开的反思所得出的启蒙的结果;它把社会秩序的

自然法则概括为公民的实践活动的可靠的形式。”[1 3]83新知、新思想融入民众个人认知,并通过语言

交往行为成为社会共识,进而影响到社会与政治治理实践,因为“公众舆论……没有统治力量,但开

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2]1 1 4。开启民智的 1 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作者们功莫

大焉。
对启蒙先贤而言,重新认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主体性价值是所有新知、新思想萌发之前提。在

延续始自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实践中,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借助科学论证正面肯定个人

主体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篇明确写道:“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

都是从经验开始的。”[14]1这个阐述如今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在 1 8 世纪欧洲语境下却是与以神为

中心的认知体系决裂的宣言,具有革命性意义。专制神权告诉民众的是,世人的认知是神意的启示

与投射,与神有关,与人无关。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却明确指出,个人的经验与感知是了解一切

的基础,包括上帝,这是对个人主体性价值和意义的宣示。黑格尔将这个理念进一步完善,使之成

为艺术创作之根本。他在《美学》一书中写道:“因为作为主体,艺术家须使自己与对象完全融合在

一起,根据他的心情和想象的内在的生命去造成艺术的体现。”[1 5]3 6 9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家个人主体

性的具体实践,而这也正是 1 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作者们参与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出发点。

18 世纪也被称为理性时代。启蒙先贤基于个人经验,探讨可以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并
以此规范社会关系。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建构由理性主导的理想国,并期待对理性的尊崇与

运用成为社会公共性的实践,约翰•克里斯蒂安•劳尔森这样总结道:“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

人……对理性的运用。”[1 6]2 5 9 2 6 0理性可以是抽象的精神探索,也可以是具象的物质认知,更可以是

实践运用,在公共领域实践话语中有着多重再现。启蒙先贤志在创建理想社会,笔下的文学作品事

实上是他们实现政治抱负、谋求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的方式。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针见血

地指出:“所有文学之作意在权力建构;所有非文学之作旨在知识传播。”①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以彰

显个人主体性为出发点,借助文学作品启发民智,引领民众参与社会公共性建构,此举的背后是他

们谋求社会与政治权力的雄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顺着此种意图引领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
肩负启蒙使命的作者们纵有横溢才华与满腔豪情,但如果没有将个人思考付诸笔端,形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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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果没有读者购书阅读,领会文中思想,那么他们的各种抱负也只是个人梦语。启蒙作者们的

实际价值是在由作者和作品构成的文本生产、由作者和读者构成的文学批评中实现的,而文本生产

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建构了文学公共领域。作者—作品的文本生产关系让作者牢记凝聚自己思想的

作品要不落俗套,与众不同,并且作品要有足够的人文关怀,能被更广阔的阅读市场接受。作

者—读者的文学批评关系让作者牢记要凭借自己的原创思考吸引潜在读者,为读者带去新知、新思

想,并且自己要心系民众,最大程度贴近读者,与他们产生共鸣。细究这两层关系,不难看出,文本

生产与文学批评仍然是以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为内驱力,在建构公共领域的同时,直接

或间接地推动了政治变革。有学者就这样指出:“控制信息流动成为 1 8 世纪政治治理技巧之一,因
为日益上升的识字率新创了一个民众阶层,他们的观点会产生某种影响力。”[1 7]45 4 6 当新民众阶层

的信息流动成为统治当局关切所在时,文学作品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

三、文学公共领域建构中的作品因素

1 8 世纪是新旧思想交锋的时代。在与旧思想辩争实践中,欧洲启蒙先贤借助书籍、小册子、期
刊将自己的思想向民众传播,这一过程可被视为作品化的语言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

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

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8]446 显然,成书的作品既

能最大程度地概括、容纳作者特定内容与观点,又能以便捷的物理传递方式送达读者手中,以阅读

与口述的语言交往方式使书中思想为读者所知,进而引发相关讨论,形成公众舆论。书籍文本是作

者思想创作与读者阅读理解的中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众所周知,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巨擘

的作品对社会思想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启蒙运动的成功实际上得益

于印刷机运用、版权制度确立、阅读市场形成、书商销售渠道建设等等合力推动,正是这股合力造就

了 1 8 世纪书籍文本的特殊价值。
有学者指出,在 1 8 世纪,“‘个人’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1 9]1 5 1 1 5 2。不难理解,启蒙先贤笔下

的作品自然是他们思想的萃取之结晶,这就使此时期作品呈现出对个人主体性的密切关注,而这又

催生出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小说这个新文类在 1 8 世纪兴起。学界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小说通

过对具体(普通)人物、特定时间与地点、生活化的情节刻画积极推动个人主义的发展。关于小说对

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这一问题,伊恩•瓦特指出了两个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

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与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

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的兴趣。”[8]62 小说的兴起是书籍文本与社会思潮

互为建构的结果,先有重视个人主体性的作品出现,引发社会关注,并逐步成为社会思想共识,进而

反过来激励更多的相似作品涌现。这种有效互动成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有关个人主体性的

一个论据:“作者、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内心对‘人性’、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

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2]54

1 8 世纪书籍另一个共性是文本普遍有道德建构意图。此时期文本可读性的衡量标准之一就

是文本能否增进道德教益,因而不难理解当早期单纯迎合读者快感而没有任何道德说教意图的小

说充斥书籍市场时,它们会被公众视为文化的灾难[20]1。启蒙时期书籍文本的道德关怀是作者心

系社会公共性建构的体现。对道德的关注一方面是应对 1 8 世纪欧洲社会变局的现实需要,另一方

面是启蒙作者与读者(新兴阶层)意图参与社会和政治治理的努力[21]2 1 5 2。此时期书籍文本、道德

周刊涉及的内容往往从具体人或事的个案出发,让读者能根据个人经验理解,感同身受,并有参与

讨论的意愿;同时这些个案有代表性,读者的相关思考和论争能与他者产生共鸣,并有达成社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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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可能。18 世纪作品道德关怀营造出的公众舆论事实上进一步提升了个人主体性在作品中的

地位。
作者成书之后付梓,作品便成为可流通的商品。18 世纪欧洲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原有作者—作

品文本生产由单向转为双向。没有进入阅读市场的书籍文本大体只是作者的个人随想笔记,并不

具备社会性;一旦进入流通渠道,作品就成为实践话语载体,将读者的购买情况转化为市场评估信

息,借助语言交往行为反馈给作者。作者根据自己作品在阅读市场的流通情况决定下一部作品的

内容,加强作品的社会关怀,以此让作品引发新的公众舆论,实现作品的价值。同时也需要看到,作
品在被读者购买与阅读之后,才真正参与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作为媒介的书籍文本是在读者完

成阅读之后才将作者的思想传输给读者,从而引发思考与争议,作者—读者的文学批评关系这时才

得以建立,文学公共领域的另一内驱力才到位。书籍文本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但在阅读市

场推动下已成为公众舆论的重要组成。我们应该看到,作品的流通价值、作者的思想价值是在读者

(被启蒙的对象)的阅读及随后的实践话语中实现的。

四、文学公共领域建构中的读者因素

1 8 世纪欧洲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公共领域的建构是离不开读者积极参与的。与其他时期

不同的是,1 8 世纪的读者在思想认知、社会参与等方面呈现昂扬向上的状态,他们积极进取的精

神与自身物质地位提升有着密切联系。学界认为,启蒙新知、新思想的传播塑造了新兴阶层的

认知,这个由逐步实现经济独立的城市手工业者、专业人士等组成的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坚,
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逐渐取代贵族阶层掌控了社会话语权。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建立有

赖于这个新兴阶层思想认知的变革。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催生了新公众,新公

众的社会理性建构成为民主之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

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

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

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22]1 2 6需要指出的是,新公众是借助读者这一身份推动文学公

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变的。
人类文明的传承最初是口述,后来借助阅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口述至少涉及讲述者与听众

两人,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阅读则是读者个人对书籍文本内容私人化的理解。阅读预设了

读者能够独立思考与理解这一前提。同时,读者借助阅读实践进一步强化了自身主体性。众所周

知,识字率常常是评断某文明先进与否的重要参考指数,这是因为文明程度取决于能识文断字并有

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数量的多寡。18 世纪欧洲阅读市场的繁荣说明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购买书

籍,展页阅读:“他们阅读为的是获取新知,怡情悦性,求稻粱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阅读更

多是为提升道德。阅读已成为个人发展的一个途径,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23]1 阅读的多

重效能让读者获得丰富进益,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便是,一个有社会建设能力、有道德担当意

识的新公众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有着清楚的认识。可以说,阅读成就了

读者的个人主体性,并使之推动社会变革。
有学者统计,至 18 世纪中叶,至少百分之四十的英国女性、百分之六十的英国男性可以完成读写

(个体有差异),能识文断字的人口从 1 741 年的 560 万人跃升为 1831 年的 1 330 万人[24]1 7 6[25]208 20 9。识

字率的大幅提升意味着一个由阅读民众组成的社会已经形成,其意义在于知识已不再是贵族、教士

的禁脔,而是内化为社会民众的基本素质。18 世纪的欧洲读者可以是传统的精英阶层,可以是各

行业的专业人士、商人、农场主、手工业者、仆人、劳工,以及各个阶层的女性。自 1 8 世纪起,阅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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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成为一个社会习惯,是民众安身立命的一种能力。读者群体的壮大,意味着公众舆论日益活跃,
各类跨阶层、跨性别、跨区域的语言交往行为成为可能,这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公共性建构的领域,造
就了民众的国民性。国家的维度原本只是疆域国界,如今,在民众的阅读实践及公众舆论讨论中,
已成为读者日常认知的对象与内容。同时,读者也通过阅读和实践话语有意识地塑造国家与社会

的格局。
读者一度是静默的他者。阅读市场形成之前,他们人数稀少,不成规模;公众舆论形成之前,他

们缺乏参与语言交往行为的渠道。这一事实的负面影响便是,作者不了解自己生活圈之外读者的

反馈与阅读期待,因而在文本创作时更多关注自己观点的阐述,社会意识不强,最终作品也只是在

自己所在的特定群体小圈子内流传。当读者群体扩大,阅读需求强劲,阅读品味丰富到足以支撑阅

读市场时,作者才真正意义上获得物质与精神独立,不再仰人鼻息,违心地为恩主撰写歌功颂德之

作,而是靠自己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获得社会普遍尊重。在 1 8 世纪的欧洲,作者是有地位的,因为

他们的思想能影响民众,在成为社会精神导师的同时,又能在读者购书阅读过程中收益颇丰;作品

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是新知、新思想的重要传播渠道,一部优秀作品往往被民众争相阅读,一度洛

阳纸贵;读者是有尊严的,因为他们是作者思想的评断者,是作者设法取悦的对象,也是作品商品价

值的最终决定者。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彼此平等,各自成为支撑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支点,文本生

产、文学批评得以出现,从而使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成为可能。

五、结　语

作者—作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

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种语言交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文

本内在因素与作品、市场、社会构成的文本外在因素呼应[2 6],前者从微观层面聚焦作品的成书过

程以及对读者的影响,后者从宏观层面聚焦作品如何通过阅读市场的调节而影响社会。以作品

为媒介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是作者、读者、市场、社会各自发挥独特作用并汇聚合力的结

果。作者需要将自己独创思想成书,在传播中实现商品价值,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社会抱负;读
者需要阅读作品,在提升个人能力的同时了解外部世界,进而有参与社会发展变革的使命感;市
场需要作品流通,以书商为主体的从业者借助优秀作品营利的同时,铺就了服务整个社会的书

籍销售与信息交流渠道;社会需要作品,由各国书籍文本记录的思想与认知是区分不同社会类

型的重要依据;同时,民众借助作品文本建构社会共识。作品成为作者、读者、市场、社会之间各

类关系的汇聚点与实施载体。
可以说,作者、读者的出发点是确立个人主体性,谋求自利;市场、社会的出发点是确立自身的

特殊性,谋求发展。原本处于不同状态的作者与读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与社会在自利的驱

动下彼此联系,汇聚力量,成就了社会公共性。在此背景下,作为各类关系汇聚点与实施载体的作

品同样集自身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于一身。在 1 8 世纪,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良性互动成就

了这样一个事实:越具有特点的个人主体性载体,越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也就越能成为实现社会

公共性的途径;覆盖面越广的社会公共性需求,越需要独具特色的作品,也就越发为更多具有特点

的个人主体性载体提供发展空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各方是在谋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了

社会性,这也是 1 8 世纪欧洲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留给后人的有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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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Books and Readers: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the 18th Century Europe

Hu Zhen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 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 s and

Economic s,Beij ing 1 0002 9,China)

Abstract:Literary public sphere is a good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he 1 8th century Europe can be fully studied.On the one hand,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ays emphasis on the personal subj ectivity which is rooted in the spirit of humanism;

on the other hand,it indicates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publicness of the ideal society.Personal
subj ectivity and social publicness,two key elements of the Enlightenment have seeped into the
practices of authors' textual production,the readers' personal reading and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works.The practical discourse in which authors,literary works and readers are involved
is domina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al subj ectivity and social publicness. The
communicative action through language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s well.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icate the nature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uthors,literary works and reader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xtual production of authors
and literary works and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authors and readers has created a practical
discourse of public opinions.It is in thi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rough language that literary
public sphere comes into being.By virtue of literary works,namely the practice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rough language in the form of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literary public sphere motivates
people to form the consensus on the basis of presentation of personal subj ective ideas,and
develop the social publicness,in which the political reform is actualized.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with the literary works as the media is the j oint efforts between auth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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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Authors'personal ideas are published as books,whose value is re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Henceforth,social consciousness is formed.Readers'personal reading practice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 enlightenment and consensus.People of the 1 8th Century built
personal subj ectivity,and constructed social consensus through literary works.Literary works
become the convergence of var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uthors,readers,marketplace and
society,which is presented to the modern scholars in the form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Key words:authors;books;readers;18th Century;Europe;literary public sphere

独创性视角下人工智能出版图书的署名规则思考

王　熠 1　陈丽霞2

(1.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 10014;2.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 杭州 3 10028)

20 1 8 年 8 月,全球首本由 AI 机器完成翻译、人工审校的图书出版面世,该书以人工智能(网易有道 AI)作为唯一译者

进行署名,这一行为虽具一定的创造性价值,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界的广泛讨论。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无论是原创作品,抑或翻译、汇编等作品,其成立均以具备独创性为前提。“独”即是要求该智力

成果是独立完成的,既可以是从无到有的创作,亦可以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翻译等行为。“创”则要求该作品

不能机械地堆砌一堆材料,须具备一定的创造性。一个作品是否具备独创性,决定了该作品能否为著作权法所认可和保

护,而作品独创性的来源则决定了该作品的作者署名以及相关权利的归属。
以翻译作品为例,单独以人工智能署名出版,即意味着该图书是由人工智能完成主要译制工作,并且译文中具有原创

逻辑结构的文字组合等内容均是由人工智能创作完成的。但在当前的翻译模式下,编辑校对人员在此类图书的译制中亦

贡献了大量的独创性价值,单独署名人工智能不仅容易产生歧义,更是对实际贡献独创性的工作人员相关著作权的剥夺。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创作出版图书亦将是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当人工智能所创作的图书达到

出版标准之时,对该图书的署名也应当遵循一定规则,不应随意夸大或是抹杀人工智能在其中的贡献程度。对于人工智

能出版图书的署名规则构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署名应当以独创性作为评价标准。独创性是作品成立的基础,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在图书创作中付出的创造性

劳动量,以人工智能对该书的实际贡献为根据对书籍署名。如果图书创作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劳动所产生的,图书

作者理应署名为人工智能。如果图书主要思想或核心独创性内容是由人类完成的,则应认定该图书是人类的智力活动成

果,由人类署名并享有权利。而当人类和人工智能均对图书的创作付出了相当的创造性劳动之时,则应认定他们为共同

作者并享有对该作品的署名权利。当然,如果人工智能出版图书是由人工智能的所有单位主持进行创作,抑或图书所表

达的独创性思想体现的是单位意志之时,该作品属于单位作品,单位也享有署名权。
第二,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同署名的图书中可以增加贡献度声明页面以表明独创性来源。一方面,通过声明人工智

能在图书创作中所做出的独创性劳动,可以清晰量化人工智能对该书的贡献,从而减少过度夸大人工智能作用抑或剽窃

本应属于人工智能的智力成果等行为发生;另一方面,通过贡献度声明,读者能够准确分辨文中独创性思想来源,从而得

以了解人工智能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AI 融入社会生活之中。
第三,可以创设人工智能专门的署名方式,将人工智能作者与人类作者区别署名。例如可增设 AI 作者作为人工智能

的称谓,以显示该图书是由人工智能创作编著而成。当前人工智能的名称已然有拟人化趋势,如小冰等名字很容易与人

类作者相混淆。而人工智能创作物其本身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存在一定差异,对其独创性的评定标准与一般著作也不相

同。因此,在署名上也应当加以区分,以更直接的方式告知读者该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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